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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图示影响协作问题解决中交互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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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语义图示工具对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小组社会性交互过程的影响，本研究运用基于设计的研

究方法设计了协作问题解决的学习项目，并开展了整合和未整合语义图示工具的对比实验。 通过对比分析小组对话

数据和小组学习制品数据，深入分析了语义图示工具对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社会性交互

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能促使小组学习者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能促使

学习者更好地浸润在体现知识结构的生成性学习环境中。 另外，对比分析前后测数据后发现，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

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能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深度理解。 这一研究能为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设计适宜的可视化学

习工具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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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协作学习的视域下，知识是在学习者与外界进
行社会性交互的过程中形成的，语言、符号、技术、学
习环境等媒介在社会性交互中会作为中介支架影响

学习者的学习过程[1-2]。虽然协作学习有利于促进学习
者认知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协作学习都能产
生积极的学习效果。 大量研究表明，协作学习中引发
有效学习的关键在于学习者之间是否产生有效的社

会性交互（Social Interaction）[3]。从这一角度来讲，促进
有效的社会性交互是提升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学习

效果的切入口。
著名的学习科学专家索耶·R.基思教授在《剑桥

学习科学手册》中总结到：在学习科学中，学习技术在
学习中的定位应该是为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相关活

动提供支持，应体现在支持学习者经历和体验深层学
习的行为上，例如：帮助学习者反思、与他人协作和交
流等[4]。其中，学习技术独特的可视化功能可以用来支
持深层学习。 具体表现为：学习技术的可视化功能可
以用具体形象的形式表征抽象的知识； 以可视化、语
言化的方式表达学习者的知识；通过用户界面来修正
学习者正在学习的知识；让学习者分享、整合他们的
理解，并从协作学习中获益。
目前，对协作过程提供支持的学习技术大致可分

为两类[5]。 一类是对协作过程提供外围技术架构的支
持。 例如：电子邮件工具或视频会议系统等支持学习
者之间的远距离交流。 另一类是对协作过程中的“内
容”提供技术支持。 例如：对话工具、讨论面板以及文
件共享程序等支持学习者在协作中共享想法和观点。
与学习科学视域下对学习技术的定位相比，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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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协作的学习过程上略显不足。已有的泛化学习
技术在支持协作问题解决学习的深层认知发展上存

在定位偏差， 缺少对协作问题解决学习的可视化、结
构性、整合性的学习技术支持。 这会阻碍学习者在协
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因此，本研
究提出了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

的技术解决方案，期望这一具有可视化、结构性、整合
性功能的工具能为修正协作学习情境中学习技术定

位的偏差提供可能。
为了探究这一解决方案的有效性，笔者设计了整

合语义图示工具和未整合语义图示工具的对比实验，
并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数据进行了深度分析。本文
的研究发现能为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设计适宜的

学习工具提供指导。

二、文献综述

（一）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社会性交互的活动类型
与个体问题解决学习相比，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

中，学习者需要参与或经历不同类型的学习活动[6]。他
们不仅需要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还需要投入社
会性的学习活动中。 为了解决问题，学习者之间需要
通过交互，完成问题分析、问题定位、形成问题的解决
方案等学习活动[7]。在每一个学习阶段，学习者需要与
小组其余成员共享信息，理解、创建和推进团体合作
的组织架构，以及与小组成员协商和协调等。Baker等
人提出了 Rainbow 分类框架，将协作问题解决学习活
动分为七类[8]。 第一类是与协作问题解决学习无关的
学习活动，第二至第七类是与协作问题解决学习活动
有关的学习活动。其中，将第二、第三类学习活动定义
为与学习任务不相关的学习活动，分别是社会性关系
管理和交互管理。第四到第七类学习活动定义为与学
习任务相关的学习活动，分别是学习任务管理、观点
表达、观点论证、观点的扩展和深化。 基于此，根据学
习活动对学习者认知发展产生影响的程度，可以将协
作问题解决学习中社会性交互的活动类型简化为四

类，分别是与学习无关的活动、协作交互活动、学习任
务分析活动以及与认知发展相关的活动。
第一，与学习无关的活动主要是与协作问题解决

没有关系的活动，如学习中的闲聊、讨论技术问题等。
第二，协作交互活动主要是维持和推进有序协作

交互的学习活动，如小组协商讨论协作的策略、监控
并评估协作任务进展情况等。 在协作中，团体成员是
相关依赖、相互关联的。 为了确保小组成功地解决问
题并取得好的学习结果，需要建立融洽的小组学习氛

围、有序的协作交互状态。 这一类型的学习活动虽然
与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当小组
对协作交互进行有序的计划、 及时监控和调整时，小
组的行为表现将会得到提升[9]。
第三，学习任务分析活动主要是小组共同讨论要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该如何解决等学习活动。 在协作
问题解决学习中，首先，学习者需要与其余成员分享
和讨论与学习任务相关的信息，表达各自对学习任务
的观点和看法，通过提问引出解决学习任务策略的重
要信息 [10]。 其次，团体成员需要对学习任务的进展情
况进行管理、监控，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安排和计划，以
达到协同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11]。 这类学习活动与需
要解决的问题相关，但不涉及问题空间中认知操作序
列的具体内容。它是推进学习者投入认知学习活动中
的前奏和铺垫阶段，对小组成功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
影响[12]。
第四，与认知发展相关的活动主要是小组共同解

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学习者与同伴之间进行观点的
互动、 论证的表达以及扩展和深化论点等。 研究表
明，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当学习者就解决的问题
进行深度交流，例如：解释观点，提出质疑，或者观点
论证时，学习者在协作中获得积极学习效果的可能性
最大[13]。 与前三类学习活动相比，这一类学习活动与
学习者认知发展息息相关，涉及问题空间中认知操作
的具体内容。
在真实的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上述四类学习活

动的发生没有必然的顺序关系。 但是，从推进协作问
题解决的进程角度来看，这四类学习活动之间有一定
的递进关系。 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小组学习者首
先需要保证有序的协作交互状态，才有助于开展学习
任务分析的学习活动。只有顺利完成了学习任务分析
活动与协作交互活动，才能有效地推进与认知发展相
关的学习活动。

（二）语义图示工具：支架协作问题解决学习过程
的技术解决方案

作为承载知识和信息的新一代图示媒介，语义图
示工具能以带有语义规则的图形、图像、动画等可视
化元素，将抽象的知识与信息（如概念、原理、关系等）
运用基于规则的结构化组织和可视化表征，帮助人们
对知识形成整体而又形象的认识和理解[14]。 使用语义
图示工具， 学习者可以外化头脑中被隐藏的思维过
程，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和
理解，并基于外化的内容与外界的人或学习环境进行
互动，进而刺激学习者后续的认知活动。近几年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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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在研究团队围绕“语义图示工具”开展了持续的
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15-17]。
在协作学习情境中， 语义图示工具的技术定位是

为协作问题解决学习过程提供图示化的技术性干预[17]。
这一技术定位与心理学中“心智模型（Mental Model）”
的基本论点相吻合，与教育心理学中认知负荷理论的基
本原理相吻合[18]，与学习科学领域中提倡在协作学习情
境中整合支架的理念和设计思路相吻合[19]。
一方面，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语义图示工具

为学习任务提供图示化的技术性干预支持，简称为概
念性支持。 借助语义图示工具的概念性支持，学习者
可以表征学习任务中涉及学习内容的理解过程。 也
就是说， 学习者可以以图示化的方式表征问题空间
中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认知操作，达到促使学习者认知
发展的目的。语义图示工具的概念性支持不仅可以为
学习者建构与学习任务对应的问题空间提供技术支

持，还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与学习内容相对应的语义组
件[15]。 通过对语义组件的操作，学习者可以建构对学
习任务理解的模型。 这一建模的过程可以刺激、辅助
和促进学习者对学习任务背后隐含的认知逻辑关系

和结构进行深度理解， 达到促进个体认知发展的目
的。 在这一方面，语义图示工具对应的技术原型是概
念图工具和系统建模工具。
另一方面，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语义图示工

具为团体认知过程提供图示化技术性干预支持，简称
为社会性支持。 借助语义图示工具的社会性支持，学
习者可以与学习内容、学习伙伴或者生成性的学习环
境进行社会性交互， 达到促进学习者认知发展的目
的。语义图示的社会性支持不仅能支持小组成员在问
题空间中协同建构，以图示化的方式表征知识、想法
和观点等，还可以支持小组成员基于建构的小组学习
制品，进行论证性的讨论，允许学习者扩展、改变、更
新、重组学习制品，更新自己对学习任务和学习内容
的理解。 在这一方面，语义工具对应的技术原型是观
点共享工具和观点论证工具。
通过对已有图示化学习技术的调查， 目前发现，

Mural 这一协作概念图工具具备上述四种技术功能，
能支架协作问题解决的学习过程。因此，Mural将作为
本研究语义图示工具的代表，整合到协作问题解决学
习项目中。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问题分别
是：（1） 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是
否能影响小组的社会性交互过程；（2） 在协作问题解
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是否能引发个体学习者
的深度学习。

三、研究设计

（一）参与者与实验情境
本实验的参与者是来自同一所大学的 49 名研究

生。 他们均具有教育学相关专业背景。 参与者被随机
分配到两组实验情境中， 其中， 实验组有 26 名研究
生，控制组有 23 名研究生。 随后，对参与者进行了协
作问题解决技能[20]和客体—空间表象认知风格[21]的调

查。 研究发现，不同实验情境中学习者的学习准备状
态无明显差异。
在两组实验中，每位参与者独立操作一台电脑，每
个小组完成相同的协作问题解决学习项目。基于认知
负荷理论析出的支架学习任务与团体认知过程的设

计原则 [22]，本研究围绕“教学设计”主题设计了“如何
设计面向未来课堂的教学案例”的协作问题解决的学
习项目。 学习项目中具体的学习活动设计见表 1。
表 1 协作问题解决学习项目中学习活动的设计

不同的是，在实验组中，小组学习者运用在线协作
概念图工具 Mural，协同完成学习项目；运用 Mural，小
组学习者以图示化、空间性的方式协同地呈现小组问
题解决的状态与过程；小组学习者可以基于动态生成
的图示化小组学习制品进行交流讨论。 在控制组中，
小组学习者运用在线协同文本编辑工具 Shimo，协同
完成学习项目；运用 Shimo，小组学习者以文本、线性
的方式协同地呈现问题解决的状态与过程；小组学习
者可以基于文本的学习制品进行交流讨论。

（二）实验流程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验分别在学校计算机机房开

展，4~5 名研究者协助参与组织了两次实验活动。 每
次实验分别包括三个阶段。 在准备活动阶段，每个参

序列 学习目的 学习任务

学习活动 1：
学习理论与

课堂教学

理解不同学

习理论关照

下课堂教学

的呈现形态

1.1：小组学习者阅读经过精心设计
的三大学习理论的学习材料；

1.2：个体学习者观看两段传统课堂与
未来课堂的视频，然后进行小组讨论，

评价不同视频中的课堂教学情况；

1.3：小组讨论，运用三大学习理论分
析传统课堂与未来课堂的利弊

学习活动 2：
布鲁姆认知

分类与教学

设计

理解“布鲁姆

认知分类 ”，

并理性评价

教学案例

2.1：绘制布鲁姆认知分类的三种应
用性材料的理解；

2.2：运用布鲁姆认知分类相关知识，
评价两份教学案例的好坏；

2.3：讨论完成“如何设计一份面对未
来课堂的教学设计案例”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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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独立完成前测后，研究者以讲解的形式，向参与
者介绍学习项目的背景。 随后组织学生熟悉学习平
台，并完成小组对话意识培训等。 为了避免实验组学
习者因不熟悉概念图的基本知识而影响协作问题解

决的学习过程，研究人员对实验组的学习者进行了约
40分钟的概念图培训[23]。
在正式学习活动阶段，每个小组自定步调，分别花
约 60分钟完成两个学习活动。 在完成学习活动的过
程中，小组学习者通过对话软件 QQ 进行实时交流讨
论，并在小组共有的学习界面上建构协作问题解决的
学习过程。在此期间，研究者不干预小组的学习活动，
其主要任务是给学习者分发学习材料、帮助解答技术
问题等。两个学习活动结束后，每个学习者完成后测。

（三）数据的收集与编码
1. 小组对话数据的收集与编码
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 协作交互活动与学习任
务分析活动是为引发学习者进行深度学习做准备的活

动。在这两类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对话话语主要是用
来维持和推进有序的社会性交互。因此，对这两类学习
活动中对话话语的交流功能进行编码， 可以推断在协
作问题解决中小组学习者之间的社会性交互情况。
综合 Janssen 等人研究中的编码框架 [24]，本研究

确定了如表 2 的对话话语交流功能的编码框架。在确
定对话话语交流功能的编码框架后，本研究对控制组
和实验组的对话话语进行了编码，其中，共编码了来

自控制组 8 个小组的 972 条对话话语，来自实验组 8
个小组的 635条对话话语。确保接受培训的两名编码
者对编码框架形成正确理解之后，才开始进行正式的
编码任务。 编码结束后，对编码内容存在分歧的地方
进行了协商讨论，直到形成统一意见为止。

2. 小组学习制品数据的收集与编码
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与认知发展相关的学习

活动是引发学习者深度学习的关键环节。 因此，对这
一类型学习活动中小组学习制品的质量进行量化分

析，可以推断在协作问题解决中小组学习者与学习环
境的社会性交互情况。
表 3 小组学习制品的评估量规

编码维度 打分 知识整合的层级 含 义

内容性

质量

4 复杂性理解
小组运用完整性的知识内容

解释问题

3 基本性理解
小组运用部分性的知识内容

解释问题

2 部分性理解 简单地表达了对问题的理解

1 简单性理解 感性的理解

结构性

质量

4 复杂性理解
小组对分析框架进行了严密

的思考和加工

3 基本性理解
小组对分析框架进行了一定

的思考和加工

2 部分性理解 对分析框架进行了细化

1 简单性理解 分析框架单一

维度 交流功能 交流功能的含义 示 例

社交层面

的交流

打招呼 开启或结束社交行为的例行话语 有人在吗

表达社交情绪
有助于积极/小组团体氛围的评论，例如交换积极的评论、展示
积极情感等；或者侮辱队员，展示消极情绪等

合作愉快

表达共同理解
表达接受（否认）或同意（不同意）的倾向，目的是（不）能促成和

维持协作中的共同理解
我也是

社交层面

的协调

计划
针对协作策略的讨论，如帮助其他伙伴、提议共同完成某一学习

任务
你来表达一些意见吧

监控 交换用来监控团体进程的信息 你能听到我说吗

评估 对协作过程进行的评价和讨论
我觉得按刚才这个框架的话， 不一定

能迅速找到网络资源

学习任务

层面的

交流

信息交换 交换和共享与学习任务相关的信息 还得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信息询问 提出与学习任务相关的问题
提问题是对自己提还是对每个人提一

个

学习任务

层面的

协调

计划
针对完成任务的策略讨论、 选择适当的策略以及任务责任的授

权等
是在图形上写还是在下面的空白处

进展监控 用于监控任务行为和进展的信息，评估完成任务的时间等 把图移动到中间一点吧

评价 对任务完成情况和进展的积极或消极评价 我觉得写得差不多了

表 2 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对话话语的交流功能的编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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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组（N=8） 实验组（N=8）
t df P d

M SD M SD
社交层面的交流 10.76 6.64 5.88 4.12 1.77 14 0.10 1.42

打招呼 0.27 0.27 0.13 0.24 1.11 14 0.29 0.59

表达社交情绪 0.77 0.43 0.29 0.49 2.08 14 0.06 1.11

表达共同理解 9.72 6.39 5.46 3.92 1.61 11.6 0.14 0.86

社交层面的协调 9.93 6.05 7.93 3.33 0.82 14 0.43 0.60

计划 4.32 2.83 3.73 1.56 0.52 14 0.61 0.28

监控 5.40 3.12 3.79 1.90 1.24 14 0.24 0.66

评估 0.21 0.31 0.41 0.49 -1.01 14 0.33 -0.54

学习任务层面的交流 8.96 4.55 6.42 3.73 1.22 14 0.24 1.47

信息交换 5.55 2.47 3.75 2.53 1.44 14 0.18 0.77

信息询问 3.41 2.32 2.67 1.40 0.77 14 0.45 0.41

学习任务层面的协调 8.88 5.08 6.98 3.37 0.88 14 0.39 0.75

计划 5.44 3.41 5.06 2.35 0.26 14 0.80 0.14

监控 2.81 1.42 1.63 1.29 1.75 14 0.10 0.94

评估 0.63 0.66 0.29 0.38 1.24 14 0.33 0.66

本研究借用 Linn等人提出的知识整合量规[25]，从
内容性和结构性这两个方面评估小组学习制品的质

量。 评估等级包括四个层级，具体的评估量规见表 3。
如果小组学习制品反映了小组对问题的简单性的理

解，则编码为“1”；如果小组学习制品反映了小组对问
题的复杂性理解，则编码为“4”。
本研究主要对学习任务 1.2、1.3、2.1、2.2 和 2.3

结束后的小组学习制品进行了质性编码。为了确保编
码结果的客观性，有两名不同的编码者分别对编码数
据进行了打分，并对打分结果进行协商讨论，直到形
成统一意见为止。

3. 前后测数据的收集与编码
本研究围绕“教学设计”这一主题，依据条件性和

步骤性知识的定义[26]，设计了一道阐释题、一道论述题
和一道教学设计案例评估题。 要求学习者分别进行
150字左右的文字回答。 这些题项是用来评估学习者
对学习主题所涉及知识的整体性、 关联性的理解。 因
此，这三个题项可以评估学习者的高级认知理解状态。
本研究主要借用可观测学习结果结构（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简称 SOLO） 的框
架，对以上三道题项进行结构性的量化编码。 依据学
习者对每道文字表达题的回答质量进行 1~7 个层次
的打分[27]。
在正式编码前，对编码者进行了培训。随后，由两

名编码者单独对学习者的每个题项分别编码打分。编
码者信度是 0.87，编码结果具有可信度。 对编码结果

存在歧义的地方，编码者进行协商交流，直到意见统
一为止。

四、数据分析

（一）社会性交互过程的分析
1. 与学习者的社会性交互
小组在协作交互与学习任务分析活动中对话话

语频数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以及对应的效应量见
表 4。
通过均值比较可以发现， 除了在社交层面的协

调的“评估”子维度外，控制组在不同子维度上对话话
语的频次均高于实验组的对话话语的频次。 在社交层
面的交流维度上， 虽然控制组和实验组对话话语频次
的均值没有显著性差异，t（14）=1.77，p>0.05。但是，控
制组小组对话话语的频次（M=10.76, SD=6.64）高于实
验组小组对话话语的频次（M=5.88，SD=4.12），且效应
量的值高，d=1.42。 同样地，在打招呼、表达社交情绪
和表达共同理解等三个子维度上，控制组中小组对话
话语频次的均值均高于实验组中小组对话话语频次

的均值， 效应量均较高， 分别是 d=0.59，d=1.11，d=
0.86。 由此可以判断，在扩大样本容量的情况下，控制
组中小组在社交层面上的对话话语频次要多于实验

组，其中，大部分的小组对话话语集中在“表达共同理
解”的话语对话上。 这说明，相比于实验组，控制组的
小组学习者之间在促成和维持共同理解方面表达的

话语次数较多。

表 4 不同实验中小组对话话语频数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与效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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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社交层面的协调维度、学习任务层面
的交流维度、学习任务层面的协调维度上，虽然控制组
和实验组中小组对话话语频次的均值没有显著性差

异，但是，控制组小组对话话语的频次均值都高于实验
组，效应量的值均很高，分别是 d=0.60，d=1.47，d=0.75。
这说明，相比于实验组，控制组在这三个维度上表达的
话语次数较多。另外，通过比较分析三个维度下小组在
不同子维度下对话话语频数的 t检验结果、 均值以及
效应量的值，可以判断出，相比于实验组，控制组小组
学习者之间较多的话语集中在监控团体进程、交换和
共享学习任务信息、监控学习任务进展等方面。

2. 与学习环境的社会性交互
对小组学习制品的质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后

发现： 在总质量上， 控制组中小组的学习制品质量
（M=4.35，SD=0.48）与实验组中小组的学习制品质量
（M=5.28，SD=1.48）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14）=1.53，
P=0. 148>0.05，但效应量的值较高，d=0.82。
在内容性质量上， 控制组中小组的学习制品质

量（M=2.58，SD=0.51）与实验组中小组的学习制品质
量（M=2.70，SD=0.8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14）=0.37，
P=0.714>0.05，且效应量的值较低，d=0.20。
在结构性质量上，控制组中小组的学习制品质量

（M=1.78，SD=0.41） 与实验组中小组的学习制品质量
（M=2.58，SD=0.75）存在显著性差异，t（14）=2.65，P=
0.019<0.05，且效应量的值较高，d=1.42。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推论，在扩大样本容量的情况

下，实验组的学习制品质量要优于控制组。其中，实验
组中小组学习制品的结构性质量要明显优于控制组。
由此可以推断，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
工具，能较好地生成一个体现知识结构的协作学习环
境，帮助小组学习者在知识建模的过程中有效地进行
“知识性”的社会性交互。

（二）个体认知发展的分析
为了探究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

工具是否在促进学习者高级认知发展方面存在优势，
本研究对控制组和实验组中学习者的后测认知状态

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单因子共变量分析。在这一分析
中，共变量为前测成绩，因变量为后测成绩，自变量为
学习环境。
在回归系数同构型检验结果中发现，其 F 值未达

到显著，F=1.176，P=0.254>0.05，符合回归系数同构型
之假定，可以进行共变量分析。 在共变量分析结果中
发现，不同学习环境下学习者高级认知状态的后测成
绩存在显著性差异，F=9.842，P=0.003<0.05。由事后比

较得知，在实验组中学习者高级认知状态的成绩（M=
4.310，SD=0.197）高于控制组中学习者高级认知状态
的成绩（M=3.463，SD=0.185）。 由此可以判断，相比于
整合基于文本的协作学习工具，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
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能更好地促进学习者高级认知
状态的发展。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从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角度实证

探究了语义图示工具对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小组社

会性交互的影响。
从学习过程的角度来看，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

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能促进小组进行有效的社会性交

互。 第一，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
能减少小组学习者在协作交互活动和学习任务分析

活动中所需的额外交流成本。 本研究发现，在协作问
题解决学习中，整合语义图示工具使得小组在促成和
维持共同理解、监控团体进程、交换和共享学习任务
信息、监控学习任务进展等方面表达的对话话语次数
较少。虽然以上这些交流功能对应的对话话语在维持
小组协作交互以及学习任务理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它们并不能较好地促进学习者在认知层面的概

念转变 [28]。 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上的对话
话语会占用学习者的认知资源，产生不利于认知发展
的额外交流成本。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语义图示工
具对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小组的社会性交互具有积极

的影响，能降低小组交流中不必要的交流成本。 第二，
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 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能促使小
组在与认知发展相关的学习活动中较好地动态生成

体现知识结构的学习环境。 借助语义图示工具，不仅
能让小组学习者清晰地认知到学习任务背后隐含的

认知逻辑和结构，还能够让小组学习者及时了解小组
的学习动态，为开展后续的认知活动提供支架支持。
从学习结果的角度来看，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

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能引发个体学习者的深度学习，提
升学习者对条件性知识和步骤性知识的认知。这一研
究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图示化的表征手
段会刺激学习者意识到他们内在表征中存在的认知

黑洞或较模糊的认知内容。 而且，运用图示化的表征
手段建构概念理解的过程，会使学习者在问题空间中
有意识地完成认知操作，帮助学习者意识到并反思自
己的理解，帮助学习者掌控意义建构的过程，这有利
于促进学习者认知的发展 [29]。 所以，语义图示工具在
促进学习者在协作问题解决学习中的高级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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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优势 [30]。 这也就启示我们，在设计协作问题
解决学习时，整合语义图示工具这一技术性干预能促
进学习者高级认知的发展。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结论：语义图示工具是

一种可取的学习技术手段，能在协作问题解决中引发
有效的社会性交互，促进学习者的深度理解。 这一结

论为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适宜的技术干预思路。基于
这一发现，本研究团队将在 STEM 教学情境中推广语
义图示工具的应用，以支持学习者在协作问题解决过
程中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我们后续的研究目标是能
辅助教师在课堂中有效地整合语义图示工具，使得学
习者在 STEM课程中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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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takes eye tracking data (fixation point, fixation duration, scan path) as stimulus sources to
stimulate the cognitive hierarchy of online learners. 6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articipate in 12 -week online independent experiment (32 in experimental group, 32 in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ha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ir cognitive hierarchy level,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Stimulated Recall in on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Practically, the study provides new ideas for future online learners in terms of their cognition and
reflection,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eachers to recognize learners’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statu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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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ffects of Semantic Diagram Tool on Social Interaction in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CAI Huiying1, GU Xiaoqing2

(1.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semantic diagram tools affect the social interaction in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this study uses design -based research method to design a 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 project and carries out a contrast experiment of the integrated and unintegrated semantic
graphic tools. By analyzing group dialogue data and group learning artifacts data comparative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semantic graphic tools on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and learners, learner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ed semantic graphic tools in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can be used to promote learner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ffectively, and as a result,
learners are better immersed in a gene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reflecting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Moreover,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ta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ed semantic diagram tools in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are beneficial for learners' in-
depth understanding. This study provides guidance for designing appropriate visual learning tools in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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